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有哪些社会形态的观点，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逐步明晰的。他们从不同角度涉及社会形态的论述很多，这里仅强调其中具有总括性和代表性的几处。

　　“五形态论”属于生产关系视角，有关论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提到了人类社会实有的四种形态，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1］。其中，“亚细亚的”后来被“原始社会”的概念所代替①。而“古代的”是指奴隶占有制社会。另一处，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提到了人类社会的三种形态：古代公社所有制的“原生”形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次生”形态；仿佛回到古代公社类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形态［2］。其中，古代公社所有制的“原生”形态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次生”形态涵盖了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形态指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极大地丰富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形态的内容。

　　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这两段话中提到的社会形态合到一起，就有了五种社会形态。

　　此外，从个体同整体的关系的角度，马克思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的观点［3］，也就是以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社会形态；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并实现人的独立性的第二社会形态；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并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第三社会形态。

　　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和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各自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二者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列宁在《论国家》中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涉及的五种社会形态归纳到一起，论述了人类社会从父权制原始社会到奴隶占有制社会、农奴制社会、资本权力的社会、没有国家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发展过程［4］，是对五种社会形态的比较明确的表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的基础上，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正式概括为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5］。这个论点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五种社会形态论”。

　　二

　　“五形态论”从一提出，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

　　“五形态论”反对者的一部分，是冲着其中的第五形态，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去的，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反对“五形态论”。因为“五形态论”如果站住脚，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五形态论”反对者的另一部分，是冲着前四种形态中的某种形态而去的。在这些人中，有的着重反对“奴隶占有制社会论”，有的着重反对“中国封建社会论”。这些人多数是历史学家。

　　总括围绕着“五形态论”的争论，可以看出，争论的基本问题是两个：一个是马克思关于已有的四形态的说法能否站住脚？另一个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能否站住脚？

　　这里先说第一个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争论不大。

　　对于奴隶占有制社会，争议比较大。

　　反对“奴隶占有制社会论”者提出，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经历过奴隶占有制阶段，许多民族并没有经历奴隶占有制阶段，而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因而奴隶占有制社会只是特例，并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

　　我认为，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与是不是所有民族都必须经历奴隶制阶段是不同的两回事。一个民族，只要独立发展，较少受到外界影响，就会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占有制社会，因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民族，都经历了奴隶占有制社会。从杀掉战俘，到把战俘留下来作为生产工具役使，只能采用奴隶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奴隶制在历史序列中只能处在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而不可能处在其它位置上。其它民族未经历奴隶占有制社会，正是由于受了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民族的影响［6］。在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民族的作用下，落后部族、民族会越过在自己独立发展时必经的某个阶段，而直接进入与自己原来所处阶段不相邻的更高阶段，即进入封建社会①。虽然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没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社会阶段，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一般进程来看，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确实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

　　奴隶制可以产生于奴隶占有制社会之前，也可以存在于奴隶占有制社会之后。只有以奴隶制为主导生产关系的社会，才能称为奴隶占有制社会。

　　马克思说过，东方存在普遍的奴隶制［3］(P49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也就是说矗立在原始的农村公社的基础之上。由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是由“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掌握，所以这种奴隶制度下的奴隶也就是王有奴隶或国有奴隶。在东方，除了劳动奴隶制以外，还有家庭奴隶制［7］，即在家务劳动领域所实行的奴隶制。劳动奴隶制度下的生产奴隶被迫从事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以外的更多的劳动，即创造剩余劳动，以满足社会上其他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家奴或仆役阶级不直接从事生产，但是对生产的发展起了间接的推动作用，古代的科学艺术正是在仆役阶级的协助下完成的。

　　“最近2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动态，就是摆脱‘五种社会形态’的固有模式，重新审视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8］。根据《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李延明、李为善主持)的研究，中国的夏商周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可以把土地及其上的劳动者赠送给任何他所乐意赠送的人；王作为凌驾于各方国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所有土地和劳动力的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方国国君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财产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3］(P493)。整个夏商周社会的历史，就是这种普遍奴隶制即王有奴隶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其中，夏代是建基于氏族方国的王有奴隶制社会，商代是建基于地缘方国的王有奴隶制社会，西周是建基于分封制方国的王有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时代是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进入蓄奴地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2006年，冯天瑜发表了《“封建”考论》，除了对古今中外“封建”释义进行考察外，还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相关论述，认为“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是：(1)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2)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9］。由此，该书认为把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的观点是一种“泛化封建观”。2007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着重探讨了如何理解和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和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观和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否只适用于西欧，把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定名为封建社会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等问题［10］。与会者认为，“封建”名实的争论表面上是对“封建”概念的不同理解，实质是承认不承认封建生产关系的普遍性、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正确性、承认不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存在的问题。否定论者否定的不是“封建”之“名”，而是“封建”之“实”。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出现的“去社会形态化”思潮的一种表现。

　　以上观点之所以对立，主要是因为对封建社会的认定标准不同，很多学者认为用“封建社会”指称中国社会是对封建主义的“误译”、“误植”。这实际上是以欧洲的特殊形式为标准，断言只要不符合欧洲特殊性——封土封臣、领主农奴、城乡对立、政治分散等——就不是封建社会，结果把历史上世界大多数地区都排除在了封建社会形态之外。勿庸置疑，就汉语而言，“封建”(Feudalism)②这个词是因为欧洲封建社会确实含有“封土封臣”的因素而从中国古代与郡县制对应的“封土建国”借用而来的。然而，就像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治体制概念一样，马克思主义借用与这种生产关系伴随的分封制的概念，所要表达的却并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而是一种以生产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与中国古代那种分封制完全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早就在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对“封建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正名，他说：“难道封建主义曾经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也只是在纸上，它就是一种虚构吗？”［7］(P746－747)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也说过：“封建的”和“封建制度”最早是法律术语，布兰维里耶把这个十八世纪法庭里的行话写进自己的著作，后来孟德斯鸠也用了这个词，结果就勉强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代名词，而且这种社会结构本身也没很好的定义。但他还是觉得，一个词的价值在于它的用途，而不在它的来源。假如说，“封建”一词通常所特指的社会不再以采邑为主要特征，那么，这与科学的普遍习惯也并不相悖。

　　由上所述，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前四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根据我的多线论历史观和牵引超越历史观，在汇流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跳过在孤立条件下原本会经过的发展阶段是常有的现象［11］。这种现象并不能用来证明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形态衔接顺序不能成立。世界各国、各地区尽管不能都充分地经历这几种社会形态，但从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来看，这几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顺序是未曾颠倒的，也就是说，没有出现过别的顺序。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空过某个阶段也就是“超越阶段”的情况，就世界范围而言，不仅不违背这几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反而是以这个规律为前提的。某个人群集合体(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在其他人群集合体的作用下，不一定历经所有的形态，但是绝不会处在这些形态之外，其发展顺序绝不会与这个顺序相逆，在这个层次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索的。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各个人群集合体的样式又各不相同，在这个层次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是多线索的。

　　三

　　下面说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能否站住脚？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包括前后衔接的两个主要部分：

　　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另一方面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个基本矛盾发展到最后，只能以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冲破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使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来解决。

　　二是对未来社会特征的科学预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只存在一个经济主体，即整个社会。这个唯一的经济主体占有全部物的生产条件、全部劳动和全部产品；社会根据对各种使用价值需要的比例直接把劳动和物的生产条件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部门，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社会的初级阶段，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实行劳动者个人之间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与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的直接交换。在这个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才可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社会成为唯一的经济主体那一天起，商品形式和货币就消失了。由于每个人与物的生产条件的关系都相同，所以阶级也消失了。国家没有专政职能，政权消亡，政党也不再存在。整个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推测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其中任何一个特征出现，其他特征就会或者已经先于它出现，或者随后出现。任何一个特征都不可能脱离其他特征而单独存在。这些特征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结果，他们对未来社会特征的推测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的逻辑方法又是严密的，正确的，对未来社会任何一个特征的推测都不是没有根据，因此，他们对未来社会特征的推测是科学的。

　　马克思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2］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这些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性质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超出商品交换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

　　当前，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所要求的条件还没有出现。我们怎么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特征出现的条件还未出现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就断定这种条件出现时那些社会特征也不会出现呢？

　　在这种生产关系需要的物质条件即生产力条件成熟以前，尽管人们可以凭借暴力即凭借政权力量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为目标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但是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决不可能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些特征，而只能是由现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既不同于典型的或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当代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正是这样。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将会发展到共产主义，但我们并不认为在任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基础上都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要想使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顺利发展，只能使自己采取的经济形式适应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现有性质和水平。我国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还应该看到，在发达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测过的趋势比一个多世纪前不是减少了，而是又增加了很多。在这些国家里，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生产同农业生产的差别、城市同乡村的差别越来越小。虽然雇佣劳动制仍然存在，但是雇佣劳动者的状况已经逐渐改善，工资和福利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雇佣劳动者的公民利权日益得到保障。现在，通过资本积聚、集中，相互渗透，资本重组，股份公司的N次方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已经在经济上达到与国家相匹敌的程度，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出现了许多向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迹象。当代世界不是向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测相反的方向演变，而是向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测相同的方向演变。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很有实现的可能，具有预见的惊人科学性。

　　既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已有的前四种社会形态的论述能够站住脚，既然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也能站住脚，那么，“五形态论”就能够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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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如果其原始社会形态能延续到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甚至能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见李延明：《在历史的序列中——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81页。

　　②最先把feudal翻译为“封建”的是日本学者。在1873年的英日词典《英和字汇》中，feudal的对应日文就是“封建的”。
